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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20年《婚姻与家庭杂志》( JMF)特刊发表的《离婚、再婚和继亲家

庭:十年回顾》一文综述了2010年以来美国的离婚、再婚、继亲家庭行为研究的主要

进展。本篇论文从离婚与再婚的趋势、成因和社会后果三个方面,概括了《离婚、再

婚和继亲家庭:十年回顾》的主要内容,指出美国过去十年的离婚、再婚和继亲家庭

研究围绕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婚姻已成为一种持久的分层和制造分化的机制,一方面进

入和退出婚姻愈加受到社会经济地位、性别等分层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婚姻的变化

也制造了持续的社会分化与结果不平等。论文还介绍了中国学界对离婚、再婚、继亲

家庭研究的概况,比较了中美不同的研究情境,并指出国际经验中值得中国学界借鉴

和重点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离婚 再婚 继亲 中美比较

在婚姻家庭研究领域已拥有 75 年历史的著名国际期刊 《婚姻与家庭

杂志》 (JMF) 于 2020 年推出了一期特刊, 分专题回顾和总结婚姻家庭研

究在过去十年的最新发展。 《离婚、 再婚和继亲家庭: 十年回顾》 (下文简

称 《十年回顾》 ) 便是其中之一, 该论文综述了 2010 年以来美国的离婚、

再婚、 继亲家庭行为研究的主要进展, 并结合来自欧洲国家的跨国比较证

据, 总结了近十年来美国家庭在婚姻破裂和重组方面发生的主要变化及其

·361·

** 张春泥,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长聘副教授、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副主任, 主要

研究领域为人口社会学、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社会调查。 就上述领域已在 《社会学研

究》、 《社会》、 PNAS、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多篇论文, 著有

专著 《离异家庭的孩子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家庭与性别评论 ( 第 14 辑 )

社会后果。 此论文在 JMF 官方网站上线后, 一度成为 2019 ～ 2020 年间 JFM

发表下载量排名前十的热门论文之一, 足见这一议题具有很高的关注度。

该论文的两位作者之一, 凯莉·雷利 ( R. Kelly Raley) 是美国得克萨斯大

学奥斯汀分校的社会学教授, 曾任美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部的主席, 她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从事家庭人口学研究, 研究议题聚焦于单亲、 同居、

离婚的趋势与特征。 另一位作者, 梅根·M. 斯威尼 ( Megan M. Sweeney)

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社会学教授, 她也曾被选为美国社会学会家

庭社会学部的主席, 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 她在避孕、 生育、 再婚、

离婚等议题上有诸多研究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两位作者的研究生阶段

均是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接受的学术训练, 从这篇论文也可以看出威斯康

星大学社会学的学术传统, 即在探讨家庭社会学议题上具备人口和社会分

层的视野。

一 美国的离婚、再婚和继亲家庭的研究

美国的离婚、 再婚和继亲家庭的研究起步较早, 在选题、 数据分析和

方法上已相对成熟, 而美国学界对这一议题的重视离不开特定的社会背

景。 首先, 美国早在 20 世纪 70 ～ 80 年代就经历了离婚率的快速上升, 在

80 年代中期达到高峰, 三分之二的初婚预计会以分居或离婚告终 ( Martin

& Bumpass, 1989), 虽然此后的 30 年, 美国的离婚率水平有所下降, 但

仍然处于高位, 正如 《十年回顾》 所言, “美国一直以来是世界上离婚率

最高的国家之一”。 其次, 如同 《十年回顾》 所引用美国人口学家拉里·

班帕斯 (Larry Bumpass) 的论断——— “没有什么变化比大多数婚姻不再白

头到老这一点更彻底地改变了美国的家庭生活”, 离婚率的上升导致了美

国社会的代内和代际不平等的再生产。 1985 年, 美国社会学家魏茨曼

(Weitzman, 1985) 在其代表作 《离婚革命: 美国妇女和儿童意想不到的

社会和经济后果》 中指出, 在 20 世纪 70 年代, 离婚第一年会导致美国洛

杉矶的单亲母亲生活质量下降 73%, 而男性的生活质量却有所上升, 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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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引发了后续一系列探讨两性离婚经济损失不平等的研究。 离婚不仅给

离婚者造成经济损失, 还会对下一代的成就与福祉产生不利影响。 根据美

国社会学家保罗·R. 阿马托 (Paul R. Amato) 对相关研究的综述, 大量经

验证据已表明, 离异家庭子女在社会成就、 心理适应和其他人生发展指标

上均不及父母婚姻完整家庭的子女 ( Amato & Keith, 1991; Amato,

2001), 而且离异家庭子女的发展劣势并没有因为离婚的社会污名随时间

推移减少而有所降低 (Amato, 2001)。 立足于上述美国长期积累下来的研

究基础之上, 《十年回顾》 主要从趋势、 成因和后果三个方面来总结美国

离婚、 再婚、 继亲家庭研究的新进展。

从趋势上看, 美国过去 30 年的离婚率呈下降趋势, 但这一变化背后体

现了不同人口或群体婚姻行为的分化。 一是年龄分化, 离婚率在青年队列

中有所下降, 但在中老年人口中却显著增长, 形成 “银发离婚革命” 的现

象。 二是阶层分化, 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更可能进入并保持稳定的婚姻,

社会经济地位低的群体则越来越难进入婚姻, 或以同居代之, 因此被排除

在离婚的风险集之外。 当同居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伴侣形式, 美国的再婚

率也呈下降趋势, 但人口中有再婚经历者的比例仍在上升。 与初婚相比,

再婚存在更明显的性别差异, 男性比女性更可能再婚, 且这一性别差异在

中年以后更为突出。 但与初婚模式类似, 社会经济地位也影响了人们在再

婚市场中的机会。 美国的继亲家庭与 20 世纪 90 年代相比略有增加, 但其

复杂性逐渐受到重视, 比如包含继父母、 继兄弟姐妹或同父异母 (或同母

异父) 兄弟姐妹关系的 “拼盘家庭”, 以及继祖父母和继孙子女之间的

关系。

从离婚的成因上看, 美国学界在过去十年对婚前同居、 女性就业、 受

教育程度这三大离婚预测因素的认识有了一定的更新。 婚前同居仍然与较

高的离婚风险相关, 其原因一方面是选择性, 另一方面是生命历程因素,

比如同居导致 “奉子成婚” 或早婚等。 随着同居从不寻常到变得普遍, 并

在不同社会群体中扩散, 这一变化降低了同居人群的选择性, 因此一些研

究发现, 婚前同居与离婚风险正相关性随时间推移有所减弱。 早期研究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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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贝克尔的经济独立假设的影响, 认为女性就业会增加其离婚风险。 但近

期研究挑战了这一因果关系。 首先, 这一关系可能是反向因果效应: 未必

是女性就业增加了离婚, 而是女性可能预期到婚姻的不稳定而主动提高了

劳动参与率。 其次, 女性在婚姻中的角色期待已发生变化: 随着女性就业

机会增长、 双薪家庭增多, 妻子就业和挣取收入的行为已不再被污名化,

如今也不再成为其婚姻破裂的原因。 正因如此, 妻子就业与离婚风险的增

加已仅限于特定人群, 比如早期的婚姻队列或婚姻满意度较低的家庭。 在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 受教育程度与离婚风险之间呈负相关, 早期的理论

解释主要是婚姻压力模型, 即受教育程度低的夫妻面临更多的财务压力,

导致其婚姻质量差, 更容易破裂。 但近十年的研究却发现, 收入在提高婚

姻质量或满意度方面的作用其实相当有限, 与其说教育、 收入和财富是通

过减少财务压力和提高婚姻质量来降低离婚风险, 不如说这些因素增加了

离婚的难度: 高学历、 高收入的夫妻更担心离婚会威胁到财产水平、 消费

模式, 以及家庭对子女的密集养育投入。

在离婚的社会后果上, 过去十年的研究仍然延续前面提到的代内和代

际两条脉络, 一是探讨离婚对成年人福祉的影响, 二是探讨父母离婚对子

女的负面影响。 在成年人福祉方面, 女性在离婚后仍然比男性遭受更大的

经济损失, 这一损失虽能被女性的劳动参与减轻, 但仍可能产生长期影

响, 尤其是不利于中老年女性的财富积累。 从这个角度来说, 再婚可能是

比提高劳动参与能更有效地恢复女性经济状况的途径, 这也意味着离婚经

济后果的性别不平等仍然成立。 过去十年, 还有大量探讨了离婚与成年人

健康和幸福感的关系的研究, 集中得到的结论是: 离婚至少在短期内会造

成心理健康和总体幸福感的下降———符合危机模型的观点, 但离婚是否会

导致身体健康的恶化则尚无定论。 在后代福祉和成就方面, 学界在过去十

年已不再把研究视野局限在某一次父母离婚对子女的影响, 而开始探讨后

代在整个童年期所经历的家庭不稳定带来的长期影响。 离婚只是造成家庭

不稳定的一类事件, 父母反复进出同居和婚姻关系、 父母以外的家庭成员

进入和离开家庭均是家庭结构不稳定性的来源。 过去十年的研究表明, 儿

·661·



离婚、再婚和继亲家庭近来的研究趋势

童面临的家庭结构转变越多, 他们的平均福祉水平越低, 但也存在异质

性: 在美国, 越是父母不太可能离婚的家庭, 父母一旦离婚对子女教育成

就的负面影响越大。 在继亲家庭方面, 过去十年的研究聚焦于继亲关系的

性质, 尤其伴随 “银发离婚” 的趋势开始关注中老年父母与成年继子女的

关系。 这些研究普遍发现, 继亲家庭的代际资源传递相对更少, 在老龄照

料、 财产继承等方面会面临一定的特殊挑战。

总的来说, 《十年回顾》 反映出美国过去十年的离婚、 再婚和继亲家

庭研究围绕的一个重要命题, 即婚姻作为一种持久的分层和制造分化的机

制。 首先, 进入和退出婚姻愈加受到社会经济地位、 性别等分层因素的影

响。 经济条件优越者更可能进入婚姻, 其随后的婚姻稳定性正是源于其婚

前经济地位的选择性。 地位较低者则更多以同居替代婚姻, 而同居关系较

之婚姻更不稳定, 当大量人口从结婚转向同居, 这势必会成为家庭关系不

稳定性增长的来源。 从这个角度讲, 美国的家庭行为变迁模式是以弱势模

式 (pattern of disadvantage) 为主导———经济不平等导致了底层群体不稳定

的家庭行为和支离破碎的家庭结构。 其次, 婚姻的变化也制造了持续分化

和分层的后果。 离婚对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造成负面影响, 离婚和

家庭不稳定无疑会损害儿童的福祉———后者成为美国代际阶层固化的来源

之一。 在研究方法上, 过去十年的研究借助于各种长期纵向数据调查项目

和固定效应模型等因果识别方法, 对长期以来形成的研究结论进行了更为

细致的审视、 检验与认识上的更新, 在选择性和异质性的问题上也有了更

清楚的认识。 在研究内容上, 既有的离婚、 再婚和继亲关系的框架中开始

重视同居这种家庭形式, 也开始关注婚姻变化的长期影响, 以及中老年群

体的离婚、 再婚和继亲关系。

二 中国的离婚、再婚和继亲家庭研究

《十年回顾》 一文对中国的研究亦有启发, 但需要关注到中国与美国

不同的社会情境和各自所处的不同家庭变迁阶段。 中国的离婚研究起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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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较晚, 伴随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 “离婚潮” 曾形成了一批研究, 有影

响力的包括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家徐安琪、 北京大学人口学家曾毅等人

的一系列工作 (例如: Liao & Heaton, 1992; 徐安琪, 1997, 2001, 2003;

徐安琪等, 1987; 徐安琪、 叶文振, 2001; 吴德清, 1999; 曾毅, 1995;

Zeng et al., 2002)。 当时国内大多数研究侧重于探讨离婚现象兴起的社会

因素, 对离婚社会后果的实证研究相对有限, 而且大多参考美国的相关研

究结论。

2010 年以后, 随着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引入和入户调查项目的兴

起, 国内婚姻家庭研究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 对中国人的离婚、 再婚、 父

母离婚对子女影响等方面形成了一批实证证据。 主要研究证据集中在三个

方面, 一是离婚的趋势, 二是与离婚和再婚风险相关的社会人口因素, 三

是父母离婚对子女的影响。 首先, 从离婚趋势上看, 中国过去是一个离婚

率极低的国家, 在 20 世纪 80 年代虽然出现了 “离婚潮”, 但离婚水平仍

远低于西方国家。 2003 年以后, 中国的粗离婚率加速上升, 在 2016 年左

右超过了大多数的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 (张春泥, 2019)。 虽然以婚姻存

活率来衡量的中国整体离婚水平相比仍不高 (於嘉等, 2020), 但中国内

部地区之间的离婚水平差异明显 (Chen et al., 2020; 刘汶蓉, 2019; Wang &

Zhou, 2010), 且队列差异变化突出———年轻一代的离婚水平比老一代更高

(於嘉等, 2020)。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 “离婚潮” 时期, 学界大多会强调

西方价值观念传播导致离婚率上升的外因作用, 但对 21 世纪以来的离婚率

上升的研究已主要从离婚的去污名化 (施磊磊, 2020)、 女性主体性的成

长 (李永萍、 杜鹏, 2016; 张晓冰、 王记文, 2021)、 经济不平等和阶层

分化 (殷晶晶、 班涛, 2021; 张雪霖, 2016)、 人口流动 (马忠东、 石智

雷, 2017; 莫玮俏、 史晋川, 2015; 石智雷, 2020) 等内生因素来解释。

此外, 中国离婚率的变化也受到法律法规的影响, 例如, 2003 年之后粗离

婚率的快速上升与 2003 年 《婚姻登记条例》 取代了 1994 年的 《婚姻登记

管理条例》、 淡化了离婚登记的行政成本不无关系。 我国于 2021 年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对离婚冷静期作出了规定, 学界高度关注这一

·861·



离婚、再婚和继亲家庭近来的研究趋势

法规的变化是否带来离婚率下降。 目前的研究证据表明, 离婚冷静期的出

台在短期内的确带来了离婚水平的下降 (董浩, 2023; 宋健、 李灵春,

2022), 但其长期影响仍有待观察。 其次, 在离婚者的社会经济特征上,

中国的离婚行为长期以来更多集中在社会中上层———城镇或非农人口、 经

济发达地区、 受教育程度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 基于 2010 年之前发

生的离婚数据的研究基本上呈现的都是离婚者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存在正向

选择的证据 (例如: 许琪等, 2013; 吴德清, 1999; 曾毅, 1995; Zeng et

al., 2002; 张春泥, 2019)。 但近年来质性研究开始关注农村的离婚现象

(如: 李永萍、 杜鹏, 2016; 施磊磊, 2020; 王会, 2020; 殷晶晶、 班涛,

2021), 也逐渐有一些针对近期离婚数据的定量研究发现, 离婚者社会特

征的正向选择性减弱、 离婚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 (如流动人口) 中

增多 (例如: Ma et al., 2018; 马忠东、 石智雷, 2017; 莫玮俏、 史晋川,

2015; 张春泥、 潘修明, 2022)。 除了探讨离婚人群的社会经济特征外,

中国式离婚研究的另一个关注点是离婚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 生育子女

是显著降低中国父母离婚风险的一个重要因素 (Ma et al., 2018; 徐安琪,

2012; 许琪等, 2013), 尤其生育男孩会显著降低父母离婚的风险 (许琪

等, 2013)。 为数不多的研究探讨了与再婚行为相关的社会因素, 总的来

讲, 随着中国离婚率的上升, 再婚率也出现了上升 (Wang & Zhou, 2010),

社会经济地位与再婚行为的关系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更高的受教育程度

促进了男性的再婚, 却降低了女性再婚的风险或可能性 (彭大松, 2015;

杨记, 2007)。 最后, 就离婚的社会后果而言, 中国人在观念上普遍认为

父母离婚和单亲抚育对子女成长有害 (张春泥, 2019), 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 徐安琪等人对上海离异家庭的一系列研究发现, 父母离婚对孩子仅

带来 “有限影响” (徐安琪等, 1987; 徐安琪、 叶文振, 2001)。 这一 “有

限影响说” 现已被全国性的调查数据所验证: 鉴于中国离婚人群在社会经

济地位上的正向选择性和代际支持的兜底作用, 父母离婚对子女学业和社

会经济成就的负面影响相对有限 (张春泥, 2019; Zhang, 2020), 而且离

婚者相对较好的家庭条件会对其子女长远发展产生一定的社会出身补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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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张春泥, 2020)。 不过, 父母离婚仍然有可能对子女成年后的婚姻与

亲密关系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张春泥, 2019; Zhang, 2022), 但其具体

机制仍有待深入探讨。 此外, 近期一些研究开始关注子女离婚对老年人的

影响, 这是在中国的孝道文化传统和紧密的代际关系下值得探讨的问题。

研究发现包括: 离婚后的儿子对老年人提供的经济支持较少 ( Cong et al.,

2023), 子女离婚会对老年人健康产生持久的负面影响 ( 宋月萍等,

2022) 等。

中国学界对离婚、 再婚、 继亲家庭的研究从边缘到主流的变化与中国

的社会变迁密切相关。 首先, 与中国传统社会离婚率极低形成鲜明反差,

婚姻的不稳定性上升是引发中国学界对离婚问题日益关注的首要因素。 其

次, 在离婚者的社会经济特征上, 不同于美国呈现的 “弱势模式”, 中国

的离婚模式更多呈现 “第二次转变模式” 的特点, 即由观念驱动, 且在城

镇或非农人口、 经济发达地区、 受教育程度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群中

相对普遍, 因此, 由离婚和家庭重组行为所造成的影响被巨大的城乡差

距、 地区差距、 社会阶层差异所掩盖。 或者说, 在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

的中国, 城乡二元格局, 地区差异, 由教育、 职业和收入形成的阶层分化

是对社会生活更有解释力的变量, 家庭结构性的因素的解释力很小, 这也

解释了为何父母离婚对子女发展的负面影响相对有限。 但 2010 年以后, 中

国全面进入第二次人口转变, 家庭行为的变化和分化都逐渐凸显, 这些变

化和分化与既有的城乡、 阶层、 性别等分层因素相结合, 让家庭结构也开

始成为制造分化的机制, 家庭研究逐渐成为显学, 对离婚、 再婚和继亲议

题的研究也开始与性别研究、 社会分层研究相融合 ( 张春泥、 谢宇,

2022a)。 在这一背景下, 《十年回顾》 对中国研究既具有一定的对比价值,

又有一定的前瞻性启发。

三 对于中国未来离婚、再婚和继亲家庭研究的展望

在离婚、 再婚、 继亲家庭领域, 中国需要哪些研究? 第一, 《十年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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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 的核心观点 “婚姻是一种持久的分层和制造分化的机制” 是一个值得

重视的方向, 在这个方向上能够形成与国际学界对话的对比研究。 前文回

顾了中国和美国在离婚者社会特征上的差异性, 如果回到家庭行为变迁与

社会分层的关系来理解, 美国是典型的弱势模式, 即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

群迫于资源压力越来越难以进入婚姻或维持稳定的婚姻关系, 而中产 / 上

层家庭为了个人和下一代的福祉日益向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回归, 这种家

庭行为之间的剪刀差变化成为底层与中产 / 上层家庭孩子命运分化的来源

(Putnam, 2015)。 与美国形成对比, 中国自 20 世纪末以来的家庭行为变迁

以第二次人口转变模式为主导 (Yu & Xie, 2015), 往往是城镇、 受教育程度

高的人群更可能选择前卫的家庭行为,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离婚等家

庭结构变动对子代的影响在中国较小。 不过, 随着中国家庭行为变迁向其他

群体扩散, 其与社会分层的关系是否会从第二次人口转变模式转向弱势模

式是一个尚未回答的问题 (张春泥、 谢宇, 2022b)。 前文已提到, 目前已

有一些新的证据表明了中国离婚者的特征正在发生转变的迹象, 这对离婚

者及其后代的处境会产生怎样的社会后果是值得持续关注的议题。

第二, 国内研究也可以借鉴美国研究, 对研究议题进行深化和拓展,

形成一些具有现实价值的选题。 首先, 《十年回顾》 中提到非婚同居作为

一种替代婚姻的家庭形式, 对离婚风险和再婚行为产生影响。 中国目前已

有一些针对婚前同居行为的研究 (例如: 梁同贵, 2017; Yu & Xie, 2015;

Yu, 2021), 但缺乏对离婚后的同居现象以及同居与再婚家庭婚姻稳定性

关系的研究。 其次, 《十年回顾》 强调应加强对家庭关系变化性、 复杂性

和多样性的关注, 特别提及了家庭结构的多样性以及继亲家庭的隔代关

系, 这些方向在中国大有可为: 一是中国存在大量的离异单亲家庭和继亲

家庭, 二是离异家庭更可能与祖辈同住或获得祖辈的隔代照料帮助 (张春

泥, 2019)。 未来国内研究也可以深入探讨离异单亲和继亲家庭中父母与

继子女的关系性质, 继祖父母与继孙子女之间的关系, 以及这些关系如何

影响离异家庭儿童的处境与福祉。 最后, 应开始加强对中老年人离婚及其

晚年生活影响的关注。 《十年回顾》 提到美国学界近十年越发重视 “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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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革命” 现象。 而中国由于早期出生队列的婚姻很稳定, 所以大量研究

仍关注的是青年群体的离婚和再婚行为。 但随着经历 1980 年代 “离婚潮”

的一代人已迈入老年, 他们曾经的离婚和再婚行为对他们晚年家庭关系和

生活的影响值得更多研究, 这也是与中国老龄化相联系的议题。 目前在这

个方面国内只有少量研究关注老年人的离婚、 再婚及其对老年生活的影

响, 相关研究发现城市离婚老年人比例有所上升 (孙鹃娟, 2015), 离婚

后再婚者相比于未再婚者较不可能获得子女的照料 (Hu & To, 2018)。

第三, 中国学者如何更好地推进这一领域的家庭研究? 从 《十年回

顾》 所展现的美国成熟经验来看, 一是要从人口和分层的角度持续关注家

庭结构的变化。 离婚、 再婚等家庭行为直接反映在家庭结构的变化上, 中

国的单亲和继亲家庭目前仍主要是由离婚、 再婚行为造成的。 家庭行为的

人口分布会持续变动, 我们研究离婚、 再婚、 继亲家庭现象时总不可避免

地要时刻关注谁是离婚者、 谁更可能再婚和成为继父母。 而离婚者、 再婚

者、 继父母的社会阶层来源也决定了他们在应对这些婚姻事件时所带入的

资源和面临的约束。 因此, 婚姻家庭的研究者应从家庭结构的变化中发现

问题, 从人口变化中寻找原因, 从社会分层中探讨后果。 二是要重视家庭

数据的积累和采集。 中国婚姻家庭领域研究创新的短板之一在于数据, 微

观数据的缺乏限制了社会学想象力的发挥。 描述和探讨婚姻的变化历程与

前因后果需要长期的回溯性或追踪性的数据, 也需要能够将夫妻、 亲子相

关联匹配的数据, 还需要涵盖更多婚姻行为的细节、 态度以及能将之与个

体人生发展 (如教育、 就业与工作、 健康、 生活方式等) 相联系的数据。

此外, 《十年回顾》 中提到 “应加强对当代复杂伴侣关系和家庭组成方式

的描述性和定性研究”。 目前国内不乏对新家庭行为的定性研究, 但这些

基于个案的洞见仍有待被更大规模数据所检验。 未来应加强定量与定性研

究成果的学术对话, 共同深化对中国当代婚姻现象及其社会后果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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